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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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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再扮演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角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的从中心到边缘，与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的

形成有关，但与政治的关系也不得不提。可以说正是二者关系的疏离加速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不再充当政治的感应神经，政治也不再需

要文学的煽情鼓动。政治对文学的松绑成就了文学，在疏离的状态中，文学和政治关系才有了走向常态的可能性。但因为政治对整个20世

纪尤其是1949年后的文学曾经施加过巨大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故，今天的文论建设若不反思这段历史，不仅失去的是历史的

经验，也可能失去的是文论建设的资源。因此，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勾勒与丰富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复杂变迁，也许不无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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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不再扮演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角色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的从中心到边缘，与经济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形成

有关，但与政治的关系也不得不提。可以说正是二者关系的疏离加速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不再充当政治的感应神经，政治也不再需要文

学的煽情鼓动。政治对文学的松绑成就了文学，在疏离的状态中，文学和政治关系才有了走向常态的可能性。但因为政治对整个20世纪尤

其是1949年后的文学曾经施加过巨大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事实。故，今天的文论建设若不反思这段历史，不仅失去的是历史的经

验，也可能失去的是文论建设的资源。因此，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勾勒与丰富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复杂变迁，也许不无必

要。一在“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理论界主要是对帮派文艺进行全面批判，“文艺界对帮派文艺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当

代文学史中历次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的自然延伸”。（1）虽然这一批判具有合理性，可其思维方式、批评语言依然留有“文革”遗风，

并且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这场批判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展开的。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的发表，新时期的

思想解放运动才真正拉开序幕。之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曾形成三种概括：一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二是“文

艺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三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服务论”。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首先从对“三论”的反思入手。其中，

以“工具论”的反思为发端，并逐步深入到对“从属论”和“服务论”的讨论，最终演化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全面探讨。较早对“工

具论”提出异议的是《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3）文章指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提法如果只

是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是合理的，但如果把涵盖的对象扩大化，认为全部的文艺作品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则

合理就变成了歪理。并指出将这种提法作为文艺的定义，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不利于文艺的百花齐放，结果会造成文艺上的公式

化、概念化。文章还认为文艺的政治作用虽然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文艺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决不能仅仅用“阶级斗争的工

具”来概括。不能离开文艺的特征，把文艺家变为政治鼓动家，把文艺变为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以《上海文学》为阵

地对“工具论”展开热烈的讨论。有的站在赞同“工具论”的立场对《为文艺正名》提出了批评，（4）有的则在肯定《为文艺正名》的

同时，对坚持“工具论”的论者提出批评：不能因为某些革命前辈曾经间接或直接肯定过“工具论”这种观点，就全盘接受“工具论”。

探讨这个问题的正确与否，应当从实际出发，用文艺实践来检验这一口号的科学性和实际意义。（5）随后，王云缦、文致和等人也撰文

对之前赞同“工具论”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6）1979年上半年《长江文艺》也就这一口号展开了讨论。虽然就这一年的讨论看还存

在诸多分歧，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到底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在于这样的讨论为深入探讨《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开了头，表明《讲话》

不再是理论禁区，也使得人们在《讲话》的思维空间之外另辟新的论域成为可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讨论显得不深入，但如果就

他们在思想已经极度板结的状态下开辟一小块自由思考的园地而言，那时迈出的这一小步，却是极具理论勇气的大跨越。对“文艺从属于

政治”这一提法，讨论者多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作为理论依据，认为文艺和政治同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们之间

是平行而非主从关系。当时较有影响的文章是刘纲纪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蔡厚示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之特殊性》。（7）



由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又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找到了反驳的有力论据，文论界的共识大于分歧。 “文艺为政治

服务”也是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有学者直接反对这种说法，如王春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错误口号》（8）就如此。

作者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他从三个方面给予论证：一、从三十年的文艺实践看，这个

口号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二、这个口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只说过它们之间有相互影响关系，文艺和政治都是为经济

基础服务的；三、毛泽东在很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提出这个命题，并不是发展。王春元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是以政

治永远正确、一贯正确为前提的。政治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政治上出现了错误，怎么还能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呢？王春元的论证体现了充

分的逻辑性。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在整个上层建筑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文艺

要为政治服务。（9）还有一种是将政治概念泛化，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三个口号是一样

的，没什么根本的区别。只要是生活着的人，就脱离不了政治，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0）。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无论赞同与反对，都没有脱离政治这个中心，往往是从政治本身的对错出发来谈文学。虽然有的论者否

定了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个提法，却没有真正触及文学本身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讨论的与其说是文学的规律不如说是政治的规律。这

场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讨论，最终还是通过政治的方式加以解决。邓小平1979年10月30日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以及“文艺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1）的提出和“双百”方针的重申，才真正解放了文艺界、思想界的手脚。在今天看来，这次口号的转变，无疑

是拉开了文学回归本身的序幕，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构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

特征是：以对政治的宽泛理解为依托、以对文学的相对自由追求为目标，标志着新的文学政治学时代正式到来。文学界开始关注文学与人

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开始关注人的本身与文学本身，文学的审美意识获得了重视与肯定。二论新时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建构的进一步

发展，首先要提到的是刘再复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论文学的主体性》等文章，他在文

学研究中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用之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突破了文学政治学的视野而进入了文学人本学的范畴。如刘再复强

调人的自身的复杂性，要恢复人的主体性，是不满于把复杂的人性简化为阶级性，想用“复杂性格”这一概念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人的复杂

性的认识与理解。不可否认，相对于仅仅只是运用政治术语来图解文学的习惯性思维来说，刘再复的立意是新颖的。但试图用“任何一个

人，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是相反两极所构成的”这个公式来言说文学并作为打开人性迷宫的一把钥匙，则又失之偏颇。在人们热烈讨论

文学与政治关系之际，现代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国文论研究中，并在1985年达到了巅峰状态，从而使得

学界将这一年命名为“方法论年”。其间有两大流向显示了中国文论界的理论亢奋，其一是人文主义流向，出现了文艺心理学、艺术文化

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等；其二是科学主义流向，表现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引进与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数学、统

计学等学科的概念和范畴如系统、信息、控制、层次等被搬进文学研究，一试有效性。这些都大大拓展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使得“阶

级”、“斗争”、“阵线”、“工具”等批评用语，终于慢慢地淡出了文论领域。由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言说所建立起来的批评视角，已经

被多样化的批评实验所取代。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学政治学的疆界缩小了。这未必不是文学政治学在受到挑战后获得了重新定位的机遇，

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文学政治学才能回归学科特性，获得真正的发展。至此，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与建构，已经不可能再在一个毫无理

论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进行了。这不是说文学政治学已经完成，而是表明，要建构新的文学与政治学的架构，必须更新思路，以不再造

成对于文学本质的误解为前提，这样才有可能性与合理性。摆脱原有的一元化思维习惯，重新思考政治的含义，约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

题范围，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学研究态度与方法，已经成为建构具有真正学科意义上的文学政治学的首要难题。在中国现代的文论实践

中，不是没有文学政治学的研究传统，而是缺少了反思这种传统的理论力量，在无限放大政治批评的情境中，不仅压制了其他批评模式的

多元发展，也桎梏了文学政治学这一学科的正常发育与演变，更谈不上积累理论经验创造属于中国的文学政治学的真正的理论体系了。三

总之，新时期文学与政治新关系的建构活动已经以一种相当活跃的方式崭露头角了。其一，结束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主流观点，代之而起

的是邓小平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

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

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2）这不仅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化，也使得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多样化。如果

说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多地体现了原有的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内容，那么，为人民服务则显得相当广泛，这就使文学功能有了拓展，能够以更

为多样化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类。同时，邓小平又将人民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

当前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3）。结果，由于社会主义概念更加突出人民利益这一主导内涵，为社会

主义服务也同时是为人民服务，摆脱了强调阶级斗争的尖锐对立所造成的阶级对抗。此时的文学政治学所强调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其实



是文学与人民的关联，为文学全面地与人民相结合，与生活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保障。稍后，有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特

征时，将“为人民”视为逻辑起点（14），正是对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一种运用与发挥，可见，为政治服务已经转化为一个更为宽泛的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理念了。这对启发后来学者提出“人民文艺”或“人民文学”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其二，突出

了文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的区分。王春元等人的观点，其实是想表明文学既有内部规律，也有外部规律，不能简单地用外部规律来取

代内部规律。虽然可能有学者过分强调了内部规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外部规律，未能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之间找到融通的渠道，但对于

内部规律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就是否定外部规律。新时期的反思者其实没有多少是真正的审美主义者，他们在强调内部规律的重要性时，未

敢彻底斩断外部规律与文学的联系。这就是中国的文论界未能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形式主义批评流派的原因。何况，在内部规律说盛行之

际，来自传统的观点仍然在证明外部规律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对峙，同时也就为重新思考外部规律重要性留下了理论的空间与可能性。陈

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刘再复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

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概括为文学的“外部规律”，是非常错误的。陈涌强调：“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这个观点是颠扑不破的。”

“离开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离开了现实生活，对任何重大的文学艺术现象都不能做出合乎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解释。”（15）从

陈涌的观点不难看出，他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问题，并将这样的讨论范围视作文学研究的唯一范围，所以，他对于刘再复

逸出《讲话》的理论疆界的做法，持否定态度。运用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走到了文学与政治划清界限的时候，但

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二者间有了界限，就证明二者没有关系了。因此，这时候，出现重视外部规律的理论声音，也显示了文学与政治关系

的建构既面临了挑战，又具有继续研究的有效性。其三，恢复了文学表现人及生活的活力。在僵化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文学变成了

对于政治的图解，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激发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获得不了审美的娱悦。经过反思与证明，文学的世界应当是创造活

的人物与表达活的思想情感的世界，惟有表现了人，表现了人的复杂而丰富的思想情感，才能引起读者的审美注意。刘再复在《论人物性

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一文中，就用大量笔墨论证了性格的复杂性，指出若是将人简单地政治化，“是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

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16）何西来发表《主体意识的觉醒》（17）的文章，对刘再复当时一系列“以人为中心”

研究表示支持，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思维”这一命题包含了人与历史相联系的内容在内，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在文学上的反

映。在何西来看来，重视文学活动中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力量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贡献。钱谷融在50年代主张“文学是人学”，这是接着

说的，当年的钱谷融受到了批判，可在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已经与文学政治学并驾齐驱，各自证明自己的理论有效性，又潜藏着交

流与对话的可能性，文学表现人与生活的能力当然极大地提高与拓展了。总的来看，新时期，由于重新反思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突出了

人的地位与文学的地位，限制了政治批评的绝对权威作用，一方面是文学研究向多方面的发展，这就是文学本体学及相关交叉学科的出

现；另一方面就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有效性受到挑战，从而缩小了文学政治学的有效范围。这应当是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学的一次必要的理

论转型，即从特定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特殊形态之下解放出来，从开放时代与大众文化时代的新情境中来重建自

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但由于随后的学界已经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置于边缘地带，在意识与潜意识中产生了某种排斥感，搁置了这类争论，

使得围绕着毛泽东《讲话》和邓小平理论所建立的政治批评传统，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在文学与政治关系新建构理论活动缺乏应有的进一

步探讨，这是十分可惜的。注释：（1）黄曼君主编：《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1895－1990），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86

页。（2）《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3）评论员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4）王得后：《给〈上海文学〉评论员的一封

信》、吴世常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科学的口号》，《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5）邱明正：《一个不精确的口号——评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6）王云缦、陈敦德《“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个反科学的口号》、

文致和《就“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和王得后等同志商榷》，分别载《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第11期。（7）分别载《文学评论》1980年

第3期、第4期。（8）载《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9）敏泽《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研究》，1980年第1期。（10）丁玲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3期。（11）《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

26日。（12）（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第163页。（14）参见李衍柱等《毛泽东文艺思想概

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15）《红旗》1986年第8期。（16）刘再复《性格组合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页。（17）

《文汇报》198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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